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

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李     骏         张 陈 陈

摘    要    社会学家提出并论证了家庭教养方式存在阶级或阶层差异的理论命题，定量研究虽然不断对此进

行跨学科检验，但过多测量的是具体的教养行为而非整体的教养方式。这个问题在国内相关研究中被延续了

下来，甚至带来结论性的争议。转向测量类型化的教养方式，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阶层的三重指

标，可以重新检验中国城市社会阶层之间是否存在教养方式的显著区别。经过对上海和全国数据中不同测量

方法的交叉验证，得出如下结论：教养方式确实存在阶层之间的差异，经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

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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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层与家庭教养：社会学的理论命题

家庭教养是教育学、心理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议题，但各个学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教育学主要研

究家庭教养的方式及其实施，心理学主要研究家庭教养对儿童人格发展和社会化过程的影响，社会学主要

研究家庭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差异。①更准确地说，社会学在理论上关心的是家庭教养作为阶级或阶层再生

产的一种微观或过程机制，因而关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父母在教养子女的理念、方式、行为等方面是否存

在系统化的区别。

较早的文献一般追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科恩的系列研究。②科恩的调查显示，不同阶级

由于所面对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不同，导致在子女教养上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也不同。具体来说，中产

阶层从事工作的复杂性和工作要求的多样性使他们将工作中形成的自我引导与自我约束人格传递给孩子，

从而使儿童倾向于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劳工阶层的父母因从事重复单一的工作会形成服从外在权威的人

格，从而使劳动家庭的孩子也倾向于服从性人格。无独有偶，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英国学者伯恩斯
 

①王晓阳：《国外关于不同阶层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5 期。

②Kohn, M. L.,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4, No. 4 (1959), pp. 337-351; Kohn, M. L.,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8,  No.  4  (1963),  pp.  471-480;  Kohn,  M.  L., “ Cross-National
Research as an Analytic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6 (1987), pp. 71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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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①对不同家庭背景儿童语言模式的研究也耐人寻味：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工人家庭的父母多使用

 “限制性”的语言编码，以命令式语句为主，语言少而简单，倾向于直接采取奖惩行为而非语言解释；而

中产家庭儿童所接受的语言是“精致型”编码，以抽象而有逻辑、沟通解释的语句为主，句式多、词汇量

大，从而培养出更适应学校环境的学生，造成不同阶层儿童在校起点的明显差别。

这些教养方式研究具有浓厚的微观、定性和文化取向色彩。正因为如此，70 年代后，随着社会分层研

究领域中结构学派的兴起，它们逐步淡出社会学视野。②使其复兴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尤其是他的

文化资本理论。布迪厄提出，现代社会是由不同场域交叉渗透而成的社会空间，个体运用各种资本争夺自

己在社会空间中的有利位置，相同的位置带来相似的（外在）生存条件、形塑相似的（内在）惯习，而具

有这些相似性的一群个体就成为阶级。③他进一步提出经济、社会、文化、符号四种资本，其中文化资本

又包括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实物化（objectified）与身体化（embodied）三种形态：制度化形态如学

历、资格等，是文化资本的基本属性；实物化形态如书籍、服饰等，是必须用经济资本获得、可累积的文

化产品；身体化形态如谈吐、仪态等，以思想和行为内化统一的持久形式存在。④他认为，文化资本的阶

级传递更为困难和隐秘，而一旦获得，发挥阶级壁垒的作用也更加牢固。⑤显然，这些论述非常契合早期

家庭教养研究的理论旨趣和研究特质，虽然其应用场景远不限于家庭教养。

正是受到布迪厄的启发，拉鲁开始使用文化资本、惯习等概念或理论，重新对美国社会在家庭教养上

的阶级差异进行定性研究。她首先考察了家庭−学校关系中的社会阶级差异，发现中产阶级父母比工人阶

级父母在管理子女的行为方式上更能反映出学校的要求，从而使他们的孩子拥有更多的教育优势。⑥此

后，经过多年的积淀，她出版了《不平等的童年》，在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在该书中，

通过参与式观察里士满地区的 12 个家庭，拉鲁总结出两个阶级所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方式：中产阶

级家庭是“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即尊重、倾听、支持与鼓励，理性沟通，积极参与学校

事务，且严格安排孩子的时间，直接参与孩子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化；工人阶级家庭则是“自然成长”

 （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在亲子沟通中多采取命令语气，较少参与亲子活动和家校互动，不干

预儿童生活，让孩子自由发展。⑦拉鲁进一步认为，协作培养对儿童发展有积极影响，进而巩固了阶层地

位的代际再生产。⑧

拉鲁之后，学者们又在美国之外的社会情境下开展定性研究，继续探讨家庭教养的阶级或阶层区别。

例如，惠勒在英国西北部一个小城市开展的案例研究就将中产家庭的教育模式描述为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而将下层阶层的育儿模式描述为基本帮助（essential assistance），即只保持家庭的基本参与。⑨对

利兹市 34 个家庭的访谈研究也发现了阶层分化，尽管都承认教育的重要性，但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未

来有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而工薪家庭只保持了有限的效能感。⑩许殷宏、朱俐寰研究了中国台

湾的家庭个案，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劳动阶级家庭则为自由成长模式⑪。吴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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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研究了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和农民工阶层的家庭教育观念，观察到了“玩耍”中的阶层区隔①。所有这些

后续研究，都仍然是在“拉鲁框架”下的展开。

二、教养行为与教养方式：社会科学的定量检验

然而，定性研究或根据定性研究发展出的理论，在方法论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小样本和外部性的问题。

人们总是会质疑，基于特定地区和特定案例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

对于这个问题，拉鲁本人都不回避。在专著出版后，她就与一些定量研究者合作，对具有全国代表性

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并于专著再版时将这些结果收录其中以证实其民族志发现。②其实在她之前，就有

学者对科恩的理论命题进行定量检验。③当教养方式研究淡出社会学转而在其他学科发展的时候，西方的

教育学或心理学研究者也开始定量分析父母的教育、职业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他们教养子女方式的影响。④

这些跨学科的定量研究数目繁多、不胜枚举，综合来看都验证或支持了教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这个理

论命题。⑤但长期以来，它们都没有很好地回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测量教养方式？要深入探讨这个问

题，需要回到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相关实证研究的发展心理学。

西方心理学家在研究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时，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取向注

重具体的教养行为，探讨父母某一行为维度的影响；另一种取向则将家庭教养方式类型化，探讨父母整个

行为模式的影响。⑥最早的研究是第一种取向，例如西蒙兹分别用接受（拒绝）和支配（服从）两个维度

来区分教养行为⑦，由于这两个维度分别指向情感和控制，众多心理学家继而研究情感和控制对儿童心理

行为的影响。60 年代中期，鲍姆林德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提出教养方式的三种类型：权威型（authoritative）、

专制型（authoritarian）、宽容型（permissive）⑧，从而开启了第二种取向的研究。迈克比和马丁认为鲍姆

林德提出的教养方式包括回应和要求两个维度，将这两个维度交叉得到四种类型：权威型（高回应、高要

求）、专制型（低回应、高要求）、民主型（高回应、低要求）、放任型（低回应、低要求）⑨，并得到

了鲍姆林德的认可⑩。这个教养方式四分法一经诞生便在心理学界得到广泛关注和应用，后续大量研究表

明，权威型教养方式最有利于儿童的心理社会发展和学业成绩表现，它的好处不受种族、文化、家庭结

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因而是一种最佳的教养方式。⑪再后来，一些研究者又不满足于这个笼统的结

论，想弄清究竟是高回应还是高要求使得权威型教养方式在发挥作用，于是转而考察教养方式每个维度的

效应，⑫这便又回到了第一种取向。

心理学对教养方式的研究貌似出现了一个轮回，但其实表明，两种取向都有其合理性。达林和斯坦伯

格将这两种取向分别称为教养行为（parenting practice）和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认为它们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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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儿童发展①。他们认为，两者的区别可见于几点：首先，教养行为是由具体目标导向或定义的（goal
directed/defined），例如，如果家长的目标是追求学业成就，那么相应的教养行为就包括督促孩子做作业、

参加家校活动、关心孩子成绩等，而教养方式则是跨领域或情境的（across domains/situations），是对待孩

子态度或行为的一种整体模式；其次，尽管教养方式可以部分地通过教养行为表达出来（因为孩子可以从

家长的行为中感受到家长的态度），但教养方式并非教养行为的简单延伸，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再

次，同一种教养方式可能有不同的教养行为，例如，一位权威型家长可能要求孩子在从事其他活动之前必

须先完成作业，而另一位权威型家长可能要求孩子在完成作业之前必须先进行户外运动；最后，教养行为

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可能会调节或改变某种具体教养

行为对儿童的影响效果，也可能会影响儿童对教养或社会化过程的接受程度。因此，教养行为更为具体

 （particular），而教养方式更为全局（global），后者的间接和复杂影响应该被理解为家庭教养的一种氛围

或情境（context）。

遗憾的是，纵观从心理学到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大多测量的是教养行为而非教养方式。然而，从上文

介绍的社会学理论旨趣尤其是“拉鲁框架”来看，我们关心的阶级或阶层差异，并非只是某个或某些具体

的教养行为，而是整体性的教养方式。拉鲁在书中用一个表格概括了两种教养方式的系统化区别，包括亲

子互动、家校互动和课外生活组织三个维度。她强调的是，这些维度下的各种教养行为在逻辑上聚合成两

种截然不同的教养方式。但她与合作者的定量检验，其实只分析了阶级与儿童时间使用（尤其是有组织的

活动）之间的关系，而并未直接考察阶级与教养方式类型之间的关系。②近十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直接

测量并定量检验拉鲁的教养方式理论，③但仔细看他们的测量，却都是用因子分析得出“协作培养”的连

续得分，而并非构建一个“协作培养 vs.自然成长”的二元分类。例如，钱德尔和阿玛托就承认，“协作培

养”其实很难测量，他们的方法也没有测量与“协作培养”相对的“自然成长”，而只是假定在“协作培

养”因子上得分较低就会倾向于“自然成长”④，但显然这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这个问题在国内社会学者关于教养方式的定量研究中被延续了下来，甚至带来结论性的争议。洪岩

璧、赵延东从布迪厄出发，探讨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发现中产阶级与底层阶级在教养理念

上并无差异⑤。在概念上，他们使用了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的类型化表述，但在测量上，却分别用三

道题目来测量这三种倾向的得分。田丰、静永超从拉鲁出发，测量了亲子关系和能力培养这两个教养维度

的得分，发现上海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存在显著差异。⑥孰是孰非？正如田丰所说，测量差异是关键⑦，

因为他们测量的是教养行为的不同侧面，只选取其中一个至两个维度，即使在某一个维度上测量也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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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  Concerted  Cultivati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58,  No.  2
(2015), pp. 168-186; Cheadle, J. E.,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ren ’ s Math and Reading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Third Grad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81, No. 1 (2008), pp. 1-31; Cheadle, J. E., “Paren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Children ’ s Gener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8, No. 2 (2009), pp. 477-491; Cheadle, J. E. and Amato, P. R.,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Lareau ’ s
Quali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Class,  Race,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32,  No.  5  (2011),  pp.  679-706;  Roksa,  J.  and  Potter,
D., “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 84, No. 4 (2011), pp.
299-321.

④Cheadle, J. E. and Amato, P. R.,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Lareau ’ s Quali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Class, Race,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32, No. 5 (2011), pp. 679-706.

⑤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4 年第 4 期。（本文所有涉及洪岩璧、赵延

东之处皆指代这篇文章。）

⑥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⑦田丰：《阶层教养方式述评：拉鲁框架与中国社会》，《社会发展研究》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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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仔细审视还会发现，洪岩璧、赵延东并未按鲍姆林德的方式测量回应和要求两个维度，田丰、静永超

的三个维度（养育观、亲子关系、能力培养）也偏离了拉鲁的三个维度（亲子互动方式、家校互动方式、

课外生活组织方式），在测量工具上都显得过于随意。另外，田丰、静永超虽然就养育观提出中产阶层比

工人阶层更可能是权威型家长的假设，但由于“资料所限”并没有检验，从而缺乏关于教养方式阶层差异

的直接证据。①

其他一些学者在研究家庭地位如何影响子女表现时，也考察了家庭教养所扮演的中介作用，但像上述

两项研究一样，也“各取所需”地使用某个或某几个维度的连续测量，例如教育期望和亲子交流②、教育

参与③等。黄超的研究是个例外，他基于沟通和要求两个维度量表，识别出教养方式的四个类别，得出教

养方式存在阶层差异的结论。④但是，囿于二手数据，他的维度定义和量表题器与鲍姆林德所代表的心理

学范式传统仍然有所出入。朱美静、刘精明虽然基于父母关爱和订立规矩两个维度量表，根据得分相对高

低划分出鲍姆林德式的四类教养方式，但只研究了教养方式对儿童学业能力的影响⑤。类似地，国内教育

心理学的定量研究也大多关注的是家庭教养的影响后果而非阶层差异，并且也大多使用的是教养行为而非

教养方式测量。⑥

三、研究设计、数据与测量

如上所述，已有研究过多测量的是具体的教养行为而非全局的教养方式，不利于考察阶层在家庭教养

上的整体差异。因此，本研究旨在重新回答：中国城市家庭的教养方式是否存在阶层区别？将研究对象限

定为城市家庭，既是由于城乡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⑦也是为了与之前的两项争议性研究展开对话。

由于拉鲁的“协作培养 vs. 自然成长”两分法测量涉及维度复杂、尚未达成一致，鲍姆林德的权威

型、专制型、民主型、放任型四分法在心理学中已有长期研究基础，所以本研究选择用后者来测量教养方

式。但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学对教养方式的定义比较明确，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中所具有的

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大致对应拉鲁定义教养方式时所使用的三个维度中的亲子互动方式。因此，使用心

理学家鲍姆林德的四分法测量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学家拉鲁的两分法。更重要的是，心理学和社会

学的研究已分别表明，权威型和协作培养这两种教养方式都比它们所对应的其他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儿童的

心理社会发展和学业成绩表现，⑧说明这两种分类法就反映教养方式的效果而言也大致可以“互换”。

具体来说，我们使用王红宇根据前人研究和她自己对北京、珠海两地家长的深入访谈所开发的量表工

具⑨。2015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开展的“上海家庭教育调查”（下文简称 SASS）使用了这个量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①不同于洪岩璧、赵延东分析的是中小学生父母调查数据，田丰、静永超分析的是 22−66 岁所有生育过子女的被访者调查数据，让他们回答

 （回忆）与子女的关系和对培养小孩的看法，这不可避免地存在数据缺陷。

②周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期望、亲子交流与儿童发展》，《青年研究》2013 年第 3 期。

③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 年第 3 期；李忠

路、邱泽奇：《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④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社会》2018 年第 6 期。

⑤朱美静、刘精明：《教养方式对儿童学业能力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⑥刘金花：《上海市中学生父母的教养态度及与台湾父母教养态度的比较》，《心理科学》1991 年第 1 期；关颖：《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

会化》，《天津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林磊：《幼儿家长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其行为特点》，《心理发展与教育》1995 年第 4 期；徐

慧、张建新、张梅玲：《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心理科学》2008 年第 4 期。

⑦张文新：《城乡青少年父母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 年第 3 期。

⑧Chen, X., Hastings, P. D. and Rubin, K. H., et al., “Child-Rear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Toddlers: A Cross-Cultural
Stud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34,  No.  4  (1998),  pp.  677-686;  Juang,  L.  P.  and  Silbereisen,  R.  K.,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Academic  Capability  Beliefs,  Parenting  and  School  Grad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Vol.  25,  No.  1  (2002),  pp.  3-18;  Wang,  H.,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Academic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Among Urba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4
(2014), pp. 19-40；陈英：《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研究综述》，《社会心理科学》1999 年第 4 期。

⑨Wang,  H.,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Academic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Among  Urba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6, No. 4 (2014), pp.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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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该调查访问了上海市 4 个行政区 24 所学校（每个区随机抽取 2 所幼儿园、2 所小学和 2 所初中），每

所学校随机抽取 100 名学生家长填答问卷。①出于研究考虑，将样本限定为小学和初中学生，在实际回收

的 1361 份问卷中，有效样本为 1176 人，剔除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缺失值后，最终有效样本为 1105
人。②表 1 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量表的 16 个题项确实分别测量了教养方式的两个维度：回应和要

求，两个公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 1，累计的方差解释百分比达到 52%。遵循传统，根据这两个维度的得分

相对高低（以平均值为界），就得到鲍姆林德式的四分类教养方式测量。
 
 

表 1    SASS 上海教养方式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1（回应维度） 因子2（要求维度）

特征根 5.23 3.03
方差解释百分比 32.69 18.95
因子载荷

1. 告诉孩子您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 −0.019 0.652
2. 总体来说，对孩子很严格 0.088 0.666
3. 当孩子有过失时，会惩罚他（她） −0.013 0.654
4. 会给孩子定规矩 0.256 0.603
5. 在未经孩子同意的情况下，会翻他（她）的东西 −0.186 0.543
6. 通常都是由您决定什么孩子可以做，什么孩子不可以做 0.013 0.689
7. 会强制孩子做一些事 −0.085 0.731
8. 在孩子与您讨论事情时，会尊重孩子的看法 0.726 −0.160
9. 孩子能通过您的言谈、表情感受到您很喜欢他（她） 0.717 −0.001
10. 如果给孩子定规矩，会向孩子解释您的出发点及目的 0.711 0.137
11. 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会表扬他（她） 0.726 0.055
12. 对孩子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或参加的活动很感兴趣 0.720 0.073
13. 鼓励孩子对您诚实坦白，说出内心的感受 0.805 0.052
14. 孩子遇到困难时，会对其作出分析并提供一定的帮助 0.801 0.018
15. 认为定规矩的过程中，孩子有发言权 0.745 −0.115
16. 鼓励孩子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0.823 −0.018

 
 

但是，上述测量对回应和要求得分高低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主观的。因此，我们又根据受访者

在 16 个题项上的得分，直接采用聚类分析来对受访者进行类型划分。使用 K 均值聚类法，依次指定

1−10 个聚类，计算相应的组内平方和、η2 和 PRE 等指标并画出碎石图，在曲线中通过转折点或扭结点来

判断最优聚类数，得知将受访者分为三类是最优的。这三类人群在 16 个题项上的得分均值见图 1，其中，

1 类人群在要求维度题项上的得分较低，但在回应维度题项上的得分较高，属于民主型；3 类人群在要求和

回应维度题项上的得分都较高，属于权威型；2 类人群在两个维度题项上的得分相差不大（均在 2−3 分之

间），作为参照组。这样，就得到一个三分类的教养方式测量。

我们在调查中还沿用了洪岩璧、赵延东的测量以作比较。同意“孩子上完课做完作业后，再想干什么

是他自己的事，家长不用管”的程度视为放任型倾向，同意“和孩子有关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先和孩子

商量一下”的程度视为权威型倾向，同意“孩子顶撞老师绝对不能容忍”的程度视为专制型倾向，从而生

成三个定序变量，每个变量的编码为 1−4，依次表示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本研究还将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5 年数据（下文简

称 CEPS），以得到对全国城市具有代表意义的结论。CEPS 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

 （县、区、市）、112 所学校（初中）、438 个班级，抽到的班级全部入样。2015 年对所抽到的样本进行

追踪调查，对重要变量进行限定后，最终获得有效的全国城市样本 3922 人，其中上海子样本 6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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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雄、陈建军、李骏、魏莉莉：《上海家庭教育的新变化与新挑战》，《当代青年研究》2015 年第 5 期。

②我们比较了 1176 份有效样本和 1105 份最终有效样本在家长职业、教育、收入三个关键变量上的分布，差异极小，因此可以认为变量缺失

是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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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S 有一道题目：“当家长和孩子意见不一致时，

通常都是如何解决的？”选项分为（1）大多顺着孩

子，（2）说服孩子接受您的意见，（3）强迫孩子

接受您的意见，（4）讨论后看谁有道理就听谁的意

见，（5）不了了之。我们将（1）和（5）视为放任

型，将（2）视为权威型，将（3）视为专制型，将

 （4）视为民主型，得到一个鲍姆林德式的四分类教

养方式测量。CEPS 虽然在测量上过于简单，但可以

将它尤其是它的上海子样本与 SASS 比对。我们预

期，虽然这两个数据在教养方式的测量上有所不

同，但如果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确实存在的话，不

论是全国数据还是上海数据，分析结果应该是相似的。

国内相关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对阶层变量的操作化没有统一和细致的讨论。洪岩璧、赵延东在控制

收入和教育后，将职业作为阶层分类的依据纳入教养方式模型，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职业并没有显著意

义，由此得出教养方式并不存在阶层差异的结论。但问题是，模型中教育的显著影响被忽视了，而教育和

收入也是阶层划分的常用指标。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经济水平对家庭教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具有各

自独立的逻辑①：不同职业的父母在工作中所接触的职业规范会使他们不自觉地传递给孩子，工作类型、

工作压力和工作自主程度同样会影响父母的精力和热情进而影响他们的育儿策略；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更注

重亲子陪伴与沟通，关心互动技巧和孩子的学业成就；高经济水平家庭可以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

适当的照顾和充分的教育机会。但黄超的研究，又直接把职业、教育和党员身份、自评家庭经济地位合并

成一个阶层变量。②鉴于此，本研究将分别使用三个测量指标来反映阶层地位，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1）职业阶层，综合借鉴洪岩璧、赵延东和田丰、静永超③的分类，直接比较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但把

不工作人群单列一类（因为他们的内部异质性较大，有被动失业者，也有“全职妈妈”等主动不就业

者）。在 SASS 数据中，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人、进城务工人员、商业或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中

产阶层包括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在 CEPS 数据中，工人阶层包括初级劳动

者、农民/牧民/渔民、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商业与服务业人员，中产阶层包括一般职工/办
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④（2）大学教育，为二分变量。（3）综合地位，用职

业阶层、教育年限和个人收入三个变量的因子分析预测得分并转换为 0-100 的数值来反映。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型等。其

中，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家长性别、家庭类型均为二分变量，1 分别代表男孩、城镇户

口、独生子女、男性、父母加子女的核心家庭。家长户口在 SASS 数据中为分类变量，包括外地人、上海

人、新上海人，将后两者合并为上海户口；在 CEPS 数据中为二分变量，1 表示城镇户口。另外，对

SASS 数据还控制了儿童的学龄段。

四、分析结果

表 2 比较了各数据使用不同测量方法得到的教养方式分布的异同。CEPS 使用的是简单的分类测量，

全国样本和上海样本的分布基本相同，都是放任型和专制型占比最低，民主型占比最高（60% 左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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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ASS 上海教养方式的三个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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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herman, J. and Harris, 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ing: Classic Debates and New Understandings,” Sociology Compass, Vol. 6, No. 1 (2012), pp. 60-71.

②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社会》2018 年第 6 期。

③田丰、静永超：《工之子恒为工？−中国城市社会流动与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6 期。

④洪岩璧和赵延东将职业阶层分为底层（包括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中下中产和中上中产三类，田丰、静永超将职业阶层分为工人阶

层、中产阶层两类（没提及无业失业人员）。这两项研究对大多数具体职业的归类比较一致，但对技术工人、个体户等少数具体职业的归

类不太一致。本文综合借鉴，尽量与这两项研究保持一致，形成目前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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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型占比居中（接近 30%）；区别仅在于，上海的民主型和权威型占比略高于全国，说明上海家长教养方

式的现代化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SASS 上海数据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不太相同。

基于量表的鲍姆林德式四分类测量与 CEPS 上海的结果十分接近，民主型占比 63.53%，权威型占比

28.24%，放任型和专制型占比最低，说明 CEPS 的简单分类测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同样基于量表

工具，聚类测量的结果则是，民主型占 37.83%，权威型占 42.08%，其他类型占 20.09%。沿用洪岩璧、赵

延东的定序测量，根据“完全同意”的比例，得到权威型倾向占 53.39%，专制型倾向占 53.85%，放任型

倾向占 11.76%，这与他们的全国数据结果相当接近，但与本表中的其他数据结果不具有可比性。
 
 

表 2    教养方式在不同数据和不同测量方法下的分布

放任 专制 民主 权威 合计百分比

CEPS全国（简单分类测量） 7.96 6.12 58.77 27.15 100
CEPS上海（简单分类测量） 5.90 3.57 62.27 28.26 100

SASS上海

量表分类测量 6.24 1.99 63.53 28.24 100
量表聚类测量 20.09 37.83 42.08 100

定序测量 11.76 53.85 − 53.39 −
注：与其他测量不同，定序测量报告的是每个定序变量中“完全同意”的比例。

表 3 是对 CEPS 数据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上栏是全国样本，下栏是上海样本。就全国样本而

言，模型 1 显示，与工人阶层相比，中产阶层采用民主型而非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显著更高，为 1.38 倍

 （e0.322=1.38）；模型 2 控制了大学教育变量后，职业阶层变量的显著性消失，但大学教育变量却是显著

的，上过大学的父母采用民主型而非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是没上过大学父母的 1.77 倍（e0.572=1.77），他

们采用权威型而非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也达到了 1.69 倍（e0.524=1.69）；模型 3 使用综合地位变量仍然发

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而非放任型的几率显著更高。就上海样本而言，模型

1 的结果基本相似，职业阶层之间甚至在“权威型 vs.放任型”和“专制型 vs.放任型”的对比中都具有边缘

显著性；模型 2 的结果有所不同，同时放入职业阶层和大学教育后，两个变量都不显著；但模型 3 使用综

合地位变量的结果又恢复一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甚至专制型）而非

放任型的教养方式。总之，CEPS 数据的全国和上海样本都显示，阶层之间在教养方式上存在差异。

表 4−6 是对 SASS 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教养方式不同的测量方法估计了不同的模型。表 4 报告

了基于定序测量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在放任型倾向上，阶层之间不存在差异，不管是职业阶层、

大学教育还是综合地位变量，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在专制型倾向上，阶层之间存在与理论预期一致的差

异（如果将专制型教养方式视为一种“不好”的教养方式），不管是职业阶层、大学教育还是综合地位变

量，都呈现出阶层越高专制型倾向越低的模式（三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向显著）；在权威型倾向上，阶层

之间的差异却与理论预期相反（如果将权威型教养方式视为一种“好”的教养方式），不管是职业阶层、

大学教育还是综合地位变量，大多呈现出阶层越高权威型倾向越低的迹象（三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但不显

著）。阶层差异在三个因变量上出现三种不同的模式，说明洪岩璧、赵延东的定序测量方法确实存在问题。

表 5 报告了基于四分类测量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由于放任型和专制型的比例小、样本少，

将它们合并为一类作为参照组。模型 1 显示，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教养

方式的几率更高（系数 0.491 边缘显著，系数 0.664 显著）；模型 2 同时控制职业阶层和大学教育变量后，

前者的差异消失，但后者的差异存在（系数 1.474 和 1.493 统计显著）；在模型 3 中，家庭综合地位越高，

越有可能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的教养方式（系数 0.233 和 0.243 统计显著）。表 5 对 SASS 数

据与表 3 对 CEPS 数据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阶层之间在教养方式上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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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方检验显示，上海和非上海样本在教养方式上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上海家长的阶层结构与全国有所不同，上海样

本与非上海样本在职业、教育、综合地位上的差别也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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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EPS 全国与上海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简单分类测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专制型vs.

放任型

民主型vs.

放任型

权威型vs.

放任型

专制型vs.

放任型

民主型vs.

放任型

权威型vs.

放任型

专制型vs.

放任型

民主型vs.

放任型

权威型vs.

放任型

全国样本

职业阶层

中产 0.186 0.322* 0.219 0.094 0.160 0.074
 （0.212）  （0.152）  （0.161）  （0.227）  （0.160）  （0.171）

不工作 −0.350 −0.212 −0.195 −0.364 −0.243 −0.222
 （0.334）  （0.216）  （0.232）  （0.334）  （0.216）  （0.232）

大学教育 0.360 0.572* 0.524*
 （0.303）  （0.223）  （0.234）

综合地位 0.046 0.081*** 0.061*
 （0.034）  （0.024）  （0.0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22 3922 3922 3922 3922 3922 3922 3922 3922

上海样本

职业阶层

中产 1.063+ 0.858* 0.716+ 0.982 0.666 0.461
 （0.612）  （0.406）  （0.423）  （0.635）  （0.416）  （0.437）

不工作 −0.507 −0.142 −0.393 −0.581 −0.239 −0.512
 （0.969）  （0.550）  （0.598）  （0.971）  （0.554）  （0.602）

大学教育 0.532 0.932 1.138+
 （0.872）  （0.641）  （0.655）

综合地位 0.206* 0.187** 0.185*
 （0.098）  （0.072）  （0.0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44 644 644 644 644 644 644 644 644
　　注：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型等。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

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表 4    SASS 上海的定序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定序测量）

放任 专制 权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职业阶层

中产 0.087 0.107 −0.520*** −0.356* −0.076 0.008
 （0.135）  （0.145）  （0.137）  （0.148）  （0.137）  （0.148）

不工作 0.036 0.039 −0.146 −0.118 −0.019 −0.008
 （0.169）  （0.169）  （0.173）  （0.173）  （0.173）  （0.173）

大学教育 −0.056 −0.449** −0.243
 （0.153）  （0.149）  （0.156）

综合地位 0.000 −0.113*** −0.028
 （0.020）  （0.020）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注：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儿童学龄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型等。表中报告的

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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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SASS 上海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量表分类测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职业阶层

中产 0.491+ 0.664* 0.174 0.342
 （0.262）  （0.284）  （0.270）  （0.294）

不工作 0.191 0.286 0.159 0.253
 （0.311）  （0.337）  （0.312）  （0.338）

大学教育 1.474** 1.493**
 （0.489）  （0.504）

综合地位 0.233*** 0.243***
 （0.056）  （0.05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注：因变量为四分类，但由于放任型和专制型的比例小、样本少，将它们合并为“其他”作为参照组。控制变量包括儿

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儿童学龄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型等。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

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表 6    SASS 上海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量表聚类测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民主型vs.其他 权威型vs.其他

职业阶层

中产 0.450* 0.651*** 0.191 0.354+
 （0.192）  （0.194）  （0.204）  （0.205）

不工作 0.452+ 0.283 0.423+ 0.248
 （0.237）  （0.244）  （0.238）  （0.245）

大学教育 0.942*** 1.047***
 （0.268）  （0.268）

综合地位 0.166*** 0.206***
 （0.035）  （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注：因变量为三分类。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儿童学龄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类

型等。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表 6 报告了基于三分类测量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与表 5 相比，它呈现出的教养方式的阶层

差异更为稳健。在模型 1 中，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均显

著更高（系数 0.450 和 0.651 统计显著）；在模型 2 中，测量阶层的两个指标同时具有一定的独立作用，中

产阶层采用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更高（系数 0.354 边缘显著），高教育阶层采用民主型或

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教养方式的几率也更高（系数 0.942 和 1.047 统计显著）；在模型 3 中，家庭综合地位

越高，也越有可能采用民主型或权威型而非其他类型的教养方式（系数 0.166 和 0.206 统计显著）。

其实，我们还比较了阶层之间在“权威型 vs.民主型”教养方式上的差异，但发现并不显著，所以没有

在表 5 和表 6 中展示。这说明，中国城市不同阶层家庭在教养方式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权威型/民主型

vs.专制型/放任型”。权威型和民主型的共同特点是高回应，专制型和放任型的共同特点是低回应，因此，

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或许主要在于回应维度而非要求维度。以这两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的补充分析显示

 （见表 7），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确实在回应维度上更稳健，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分层变量均显示出阶

层越高的父母对子女回应得更多。在要求维度上，阶层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具体的分层指标，虽然职业、教

育变量不显著，但综合地位变量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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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SASS 上海的回应−要求维度回归结果

回应 要求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职业阶层

中产 0.089** 0.031 0.038 0.024
 （0.033）  （0.035）  （0.037）  （0.040）

不工作 0.049 0.041 −0.034 −0.036
 （0.041）  （0.041）  （0.046）  （0.046）

大学教育 0.166*** 0.043
 （0.038）  （0.042）

综合地位 0.032*** 0.012*
 （0.005）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1105
　　注：因变量为因子得分。控制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儿童户口、儿童独生情况、儿童学龄段、家长性别、家长户口、家庭

类型等。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p<0.001，** p<0.01，* p<0.05，+ p<0.1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家庭教养话题的逐渐升温，中国社会学者开始回答西方社会学长期关注的一个经典理论

问题：家庭教养是否存在阶层区别？但是，由于测量具体教养行为时的随意和差异，定量研究出现了结论

性的争议。鉴于此，本研究按照心理学中已有长期研究基础的鲍姆林德式分类法，转向测量整体的教养方

式。同时，使用职业、教育和综合地位作为三重指标，重新检验阶层之间在教养方式上究竟是否存在显著

区别。在研究设计上，我们还刻意使用了上海和全国两项数据，并对比了不同的测量方式。

本文发现，不论是全国样本还是上海样本，尽管对教养方式的测量不尽相同，但教养方式确实存在阶

层之间的差异，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可能采取权威型或民主型教养方式，而非专制型或放任型教养方

式。虽然总体结论尤其是以综合地位为分层指标的结论如此，但我们也注意到，当控制教育分层变量时，

职业分层变量有时会变得不显著。类似地，钱德尔和阿玛托对美国的研究也发现教育的影响效应远大于职

业①。他们的解释是，教育反映的是文化资源，职业反映的是经济资源，因此这印证了拉鲁对文化作用大

于经济作用的判断。但是，科恩和伯恩斯坦在率先提出职业阶级差异这个命题时，论述的其实是价值观、

人格类型、语言方式等文化涵义，而并非经济涵义。因此，对职业作用为何较弱还需要有更深入的解释。

或许，对中国城市家庭而言，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太快、代内职业流动剧烈，各个职业

阶层尚未形成如科恩和伯恩斯坦所说的那种稳定文化差异，从而导致职业变量的效应在引入文化涵义更强

的教育变量后式微。

由于权威型和民主型的共同特点是高回应，而专制型和放任型的共同特点是低回应，因此，阶层之间

在教养方式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父母回应子女心理或社会需求的高低。补充分析发现，阶层之间的显著差异

确实在回应维度上更稳健，高职业阶层、高教育阶层、高综合地位家庭都倾向于高回应的沟通方式，但在

要求维度上也有所表现，即高综合地位家庭也对子女有更高的要求。这一发现和结论与黄超②的研究大体

一致也有所出入，他发现阶层差异主要表现为沟通频率的差异而非要求程度的差异。这或许是由于他研究

全国城乡而本文只研究城市的原因。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心理学家鲍姆林德式分类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或代理社会学家拉鲁式分类法，因此本文也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拉鲁框架”。

中国城市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基于不同数据和测量的交叉验证

 

①Cheadle, J. E. and Amato, P. R.,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Lareau ’ s Quali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Class, Race, and Parenting,” Journal of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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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洪岩璧、赵延东的开创性研究相比，虽然本文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测量确实存在问题（在同一套数据

中表现相互矛盾），但却并不能证明他们当时的结论一定有误。因为，他们分析的是 2009 年数据，而本文

分析的是 2015 年数据。正如田丰所说，中国的社会变迁太过急剧，使得教养方式既可能与西方存在差异也

可能因时代而不同①。在这一点上，本文关于中国城市家长教养方式的分布发现，值得做更多的讨论。

早期英文文献中，有华人或亚裔家长更偏向于专制型教养方式而非“以孩子为中心”的结论，解释往

往是，儒家文化强调尊卑、孝道，因而注重家长对孩子的约束、管教和指导。②但是，中国朝向市场经济

和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可能会重塑父母教养子女的理念、目标、方式和实践。③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的

实施，中国的父母很可能会向“以孩子为中心”转变，而对应的教养方式就是具有高回应特点的权威型或

民主型。④对上海市不同年份调查结果的比较也初步发现，教养方式正在从家长说了算的专制型向尊重、

倾听子女意见的民主型转变。⑤本研究发现，不管是上海还是全国城市，也不管是用哪种测量方法，在家

长教养方式的分布上，都是“权威型+民主型”的比例远高于“专制型+放任型”的比例。但是，在黄超⑥

和朱美静、刘精明⑦对全国城乡数据的混合研究中，却反而是“权威型+民主型”低于“专制型+放任

型”。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教养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总之，家庭教养方式的阶层区别、城乡差

异、时代变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相关议题，都值得学界继续研究和关注。

 （责任编辑：牧 秋  见习编辑：朱 颖）

Class Distinction in Parenting Styles in Urban China:
Cross-validation by Different Data and Measurements

LI Jun,  ZHANG Chenchen

Abstract:   Sociologists  proposed  theoretical  argument  about  class  distinction  in  parenting  styles  for  long

time. Although it has been examined by many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across social science, they suffer from

overly  measuring  particular  parenting  practice  rather  than  global  parenting  styles.  This  measurement

problem also exists in current studies for China and even brings controversial conclusions. This study turns

to categorical measurement for parenting styles, employs occupation,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s

multiple indicators for class, and re-examine the class-parenting association in urban China. Through cross-

validation  by  using  different  measurements  and  analyzing  Shanghai  municipal  as  well  as  national  data,  the

finding is  that  there really  exists  class  distinction in parenting styles.  That  is,  high status families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authoritative or democratic approach rather than authoritarian or neglectful approach.

Key words:  parenting styles, class distinction, cross-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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